
印度喀拉拉邦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055

2014年4至5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合作，在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境内进行联合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期间，在帕特南

（Pattanam）遗址和奎隆港口（Kollam Port）遗址均见有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出土。根据国外学者的调研，

在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伊朗苏萨（Susa）等历史重镇已发现有生产此类陶器的窑址
‹1›
。我国自福建刘

华墓
‹2›
出土三件较完整的孔雀蓝釉陶器后，同类标本在江苏

‹3›
、浙江

‹4›
、广东

‹5›
、广西

‹6›
等地相继出土。作为

* 本项目由晨兴基金会有限公司（Morningside Foundation Limited）、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资助。

‹1›  “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前期，这种有显著特征的绿松石色釉陶器最主要之产地是伊拉克的著名港口——巴士拉。巴士拉窑

址曾出有废品碎片和窑具并有过三次发掘。经对其出土遗物进行科学测试证明其地是一处重要陶器生产中心。……苏萨早在19世纪末由

法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证实了也是一处伊斯兰陶器生产中心”，阿卜杜拉·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2›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第62－78页。

‹3›   唐扬州城遗址，参（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

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

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   唐明州城遗址，参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第46－62页。

‹5›   唐广州城遗址，参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文物出版

社，2008年。

‹6›   唐桂州、容州城遗址，参李铧、封绍柱、周华《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3年第11期，第71－74页。

印度喀拉拉邦出土的

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

内容提要  2014 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合作，在印度帕特南遗

址、奎隆港口遗址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工作，相继发现有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出土。本文对

这两处遗址中孔雀蓝釉陶器标本的出土情况作简要报告，结合国内同类标本出土情况及

相关文献资料，判断这些标本是 9 至 10 世纪自古阿拉伯帝国远航中国途中的遗物，同类

器物在进入中国之后，其性质发生了转变。

关键词  孔雀蓝釉陶器  奎隆  唐代  五代  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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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物，其来源与传播途径很早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1›
。迄今，菲律

宾
‹2›
、印度尼西亚

‹3›
、斯里兰卡

‹4›
等来华航线上的出土资料，我国以东的日本

‹5›
，以及亚非航线上肯尼亚、坦

桑尼亚
‹6›
等地的出土资料，均得到相关报道。印度居欧亚航线之中，其境内多有孔雀蓝釉陶器出土，但

具体情况尚未见国内学界进行报道或讨论。本文以实地发掘、调查为基础，对相关遗址、遗物作简要报

告，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资料提供必要的补充〔图一〕。

一  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

帕特南遗址位于柯钦市（Kochi）帕拉沃尔镇（Paravoor）西北，地处阿拉伯海东岸，紧邻一支通往阿拉

伯海的回水河。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这是一个位于海运与河运航线上的小型聚落遗址，年代约始于公元

前4－3世纪，出土遗物晚至19－20世纪，废弃年代不明
‹7›
。至2015年，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在该遗

址进行了连续9年的考古发掘，并逐年编写报告，对当年发掘过程，重点遗迹、遗物等信息进行了刊布。

报告将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归类为Turquoise Glazed Pottery（简称TGP，直译为松石绿釉陶器）。

根据报告的统计，该遗址历年出土此类标本总计2219件，在可辨认的外来文物标本中占比约13%，居第

三位。以年度报告刊布的少量图像资料〔图二〕，可对其特点作大体总结：

1. 可辨认的器形有瓶、罐、钵。瓶、罐口沿有的作折沿，器身有系、流或其他结构，多用宽圈足。钵或

相类器形多作圆唇口，厚壁，宽圈足；

2. 根据胎、釉的不同，标本可分作三组：（1）胎呈浅黄色，略疏松、少杂质，釉呈浅绿色，釉层略薄、

‹1›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91－344页，收录于氏著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361－411页；《丝绸之路考古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8－95页。

‹2›   菲律宾八打雁塔尔遗址（Taal）、布端安巴高遗址（Ambago），参[日]三上次男著，顾一禾译《从陶瓷贸易史的角度看南亚东亚地

区出土的伊斯兰陶器》，《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59－63页。

‹3›   黑石号沉船遗址，参Regina Krahl, John Guy, J.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Published by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2010, pp.232-233.

‹4›   斯里兰卡曼泰遗址（Mantai）、马图遗址、安努拉达普拉遗址（Anuradhapura），参[日]三上次男著，奚国胜译《斯里兰卡发现中国

瓷器和伊斯兰国家陶瓷——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瓷器调查纪实》，《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第143－145页。

‹5›   日本大宰府泓胪馆遗址，参[日]田中克子著，黄建秋译《鸿胪馆遗址出土的初期贸易陶瓷初论》，《福建文博》1998年第1期，第

31－39页。

‹6›   肯尼亚上加遗址（Shanga）、曼达遗址（Manda），坦桑尼亚安古贾·乌库遗址（Unguja Ukuu）、基尔瓦遗址（Kilwa），参丁雨《东非

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考古》2017年第9期，第109－120页。

‹7›   冀洛源《二〇一四年印度克拉拉邦两处发现中国文物遗址的调查与收获》，《紫禁城》2017年第5期，第6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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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杂质，部分标本胎、釉间似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层或烧结层，釉面多有较小开片；（2）胎呈浅灰色，胎

质疏松、含大量细小气孔，釉呈淡青色，釉层较薄、含杂质，釉面有开片；（3）胎呈浅黄褐色、略泛灰，

胎质略疏松，含少量杂质、气孔，釉呈深浅不一的青蓝色，器物的内、外壁釉色亦深浅有别，外壁釉层略

厚，内壁或近器底釉层略薄，釉面多有开片，胎、釉间有褐色烧结层；

3. 器壁多留制坯时的轮制痕迹，装饰技法方面，有压印、捏塑的简单线条装饰纹；

4. 烧造工艺方面，在圈足足跟多见有均匀分布的三个支烧痕迹，宽约1－2厘米，支烧部位无釉、露胎。

三组标本在出土层位（埋深）、胎质、釉面等关键特点上存在差异，其产地或生产年代当有所差别。

发掘报告将此类标本的年代划定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8世纪，即该遗址分期的早期历史时期（Early 

Historical Period，公元前300－公元500），及中世纪（Medieval Period，公元500？－1500）偏早
‹1›
。对此有

两点需作说明：第一，该遗址地处河岸，多经自然扰动，发掘可见其文化层的堆积过程及叠压打破关系

复杂；第二，发掘者对文化层均按小平层进行清理与记录，部分探方内文化层的划分及其与周边遗迹的

‹1›   问号表示发掘者尚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元500年作为分期的划定标准。

〔图一〕 我国境内外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遗址 （红点） 及相关地点位置示意图
作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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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07,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07, p.131.

‹2›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08,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08, p.126.

‹3›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10,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10, p.218.

‹4›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11,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11, p.209.

‹5›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12,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12, p.34.

‹6›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13,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13, p.15.

‹7›   采自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Pattanam Excavation - Interim Report of The Eight Season-2014,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14,pp.25,356.

〔图二〕 2007－2014年帕特南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2007年出土标本 2008年出土标本 2010年出土标本

2011年出土标本 2012年出土标本 2013年出土标本 

2014年出土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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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暂未厘清。因此，报告对遗址的分期均以埋深作大体限定。以2015年报告为例，早期历史时期被

划定为埋深180厘米－330厘米，中世纪埋深为120厘米－180厘米
‹1›
。逐一统计各地点（Locus）

‹2›
出土物信

息，可知孔雀蓝釉陶器的埋深范围约在60厘米－276厘米，对应的埋藏年代在该遗址的早期历史时期后

段至中世纪前段。

二  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

奎隆港口地处帕特南遗址以南约135公里，位于奎隆市（Kollam）西部，被现代奎隆港叠压。港区

在2014年启动扩建工程，工程初期在港内水下挖沙过程中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物，大多数为印度本地红

陶，另有来自中国的铜钱、瓷器，及来自西亚的陶器、金属钱币等。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对出土遗物的初步

整理，可以认为奎隆港及临近的城址即两宋以来中文文献中记录的古林（北宋）、故临（南宋）、俱蓝（元）或

小葛兰（明）
‹3›
。

2014年的挖沙工作位于港内偏东的水下，深度4.5米－8米。出土的少量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可辨器

形有瓶、罐，多直口，瓶、罐肩部有半圆形系，多宽圈足。胎呈浅黄褐色、略泛灰，胎质略疏松，含杂质、

气孔。器物外壁釉呈淡青蓝色或深青蓝色，釉层略厚，多有细密开片，剥落严重，釉面局部保留较强的

玻璃质感，部分标本用捏塑作装饰。器物内壁、外底多见轮制修坯痕迹，釉层较薄，呈淡绿色，亦有细

密开片〔图三：1、2〕。胎釉特点与帕特南遗址第（2）、（3）组标本相近。

其中，标本KLM14-TGP1为一器底，上部与器身断开，圈足、斜壁、足跟平修，内外及圈足满釉，内

底、外底局部积釉，外壁釉层有脱落。中方工作组对其进行了金属元素含量的测量
‹4›
〔图三：3、4

‹5›
，表

一、表二〕，其高铜、钾釉及高钙、铁胎的特征与扬州唐城三元路一带采集的标本相近
‹6›
。

［表一］   奎隆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KLM14-TGP1金属元素对应化合物含量数据

测点 位置 Al2O3 SiO2 K2O CaO TiO2 MnO Fe2O3 CuO
193 釉 1.97 64.52 2.37 7.51 0.44 0.00 1.77 0.91
194 胎 2.57 27.51 0.83 14.78 0.53 0.00 4.54 0.12
195 釉 3.43 79.30 3.50 8.86 0.59 0.05 1.55 1.20
196 胎釉 2.61 35.02 2.07 10.07 0.26 0.05 3.57 0.43

‹1›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Ninth Season Pattanam Excavation Report 2015, published by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2015.

‹2›   印方报告中记录遗迹的通用单位。

‹3›   故宫考古研究所《印度奎隆港口遗址2014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22年第8期，待刊。

‹4›   所用仪器为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出产的Thermo Scientific Niton XL3型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

‹5›   测点193位于外壁釉面，测点194位于露胎处，测点195位于内底积釉处，测点196位于外底足梢胎釉交界处。

‹6›   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第152－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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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奎隆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KLM14-TGP1微量金属元素检测数据

测点 位置 Rb Sr Zr Pb Rb Zn Ni Cr Cl S Bal
193 釉 0.003 0.039 0.026 0.048 0.003 0.029 —— —— 0.514 0.677 57.937
194 胎 0.003 0.021 0.010 0.005 0.003 0.005 —— 0.022 0.652 2.377 67.819
195 釉 0.004 0.042 0.067 0.058 0.004 0.118 0.017 0.012 0.705 0.703 45.86
196 胎釉 —— 0.035 0.008 0.018 —— 0.028 0.015 0.01 3.357 11.064 55.745

三  初步认识

（一）喀拉拉邦出

土孔雀蓝釉陶器的

来源

奎隆港出土的孔雀

蓝釉陶器标本埋藏在

水下，与来自中国唐代

至元代的铜钱、陶瓷器

同出，均是海运过程中

在奎隆港转运货物的遗

存。9－10世纪奎隆港

参与海运的情况，在阿

拉伯文文献中存有记

录。公元851年成书的阿拉伯文笔记《中国印度见闻录》，辑录阿拉伯帝国与中国之间航运、贸易亲历者

的叙述73条，其中有如下三条涉及奎隆港
‹1›
：

十三、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Bassorah）、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

罗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巴士拉距

尸罗夫水路一百二十法尔萨赫。货物装运上船以后，装上淡水，就“抢路”——这是航海的人们

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扬帆开船”——去阿曼北部一个叫做马斯喀特的地方：尸罗夫到马斯喀

特大约有二百法尔萨赫……

十四、从马斯喀特抢路往印度，先开往故临（Koulam-Malaya）：从马斯喀特到故临的航

程，中等风力需时一月。故临有一个军事哨所，归故临国管辖……从马斯喀特到故临和海尔肯

德海约需一个月；在故临我们加足淡水，然后开船驶往海尔肯德海。越过海尔肯德海，便到达

名叫朗迦婆鲁斯岛（Langabalous）的地方……

‹1›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

1

3

2

4

〔图三〕 奎隆港口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王光尧摄
1-2. 奎隆港口遗址2014年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3. 红点由上至下分别为标本KLM14-TGP1测点193-195位置示意
4. 红点为标本KLM14-TGP1测点196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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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船只抢路往箇 罗国

（Kalah-Vara）。瓦拉（Vâra）的

意思是“王国”与“海岸”，这是爪哇

（Jâvaga）王国，位于印度的右

方，全部由一个国王统治……在当

地我们用井水补充了淡水。他们喜

欢用井水，而不用泉水和雨水。这

里距故临并不太远，从海尔肯德海到箇罗国航行一个月……

据第十三条，抵达故临（Koulam-Malaya
‹1›
，即奎隆）的阿拉伯商船，从古斯拉夫港（Siraf）装载主要货

物，在古马斯喀特港（Masqat，今阿曼首都）补给、整装，并自此正式往印度、中国方向起航。古斯拉夫港

位于波斯湾东北岸，属今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Bushehr），现已废弃。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该港口自9

世纪初迄11世纪经历过一次繁盛期，约相当于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极盛时期（813－833）至白益

王朝（Buyid Dynasty，934－1062）。已经揭露的遗迹包括沿海岸的建筑（大清真寺）、手工业作坊（窑址）、

墓葬、港口设施及沉船等。孔雀蓝釉陶标本是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类遗物，且多埋藏在如大清真寺等被推

定为9－10世纪的遗迹或文化层中。器形包括碗、盘、灯、瓶、罐，胎大体分淡灰色与淡黄褐色两类，釉色

则呈蓝、青、绿不一的面貌，除素面标本外，还有外壁用刻、印、捏塑等手法作的花卉纹、水波纹、乳钉纹

装饰〔图四，图五〕。另有晚唐五代时期产自越窑、长沙窑、邢窑及广东、河南等地窑场的瓷器标本与其同

出
‹2›
。由此，认为奎隆港口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自古斯拉夫港转运而来，应无大误。

第十四条记，阿拉伯商船离开马斯喀特港后，航行约一个月抵奎隆，在此补给后又航行约一个月，

经海尔肯德海（今孟加拉湾）抵朗迦婆鲁斯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北部）
‹3›
。第十五条记船队离开

奎隆后经海尔肯德海一个月后可抵达箇罗国（今马来西亚西岸的吉打州地区）。这两条记录描述的航线，

‹1›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录其译名为“Kulam-Male”，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页。

‹2›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īrāf: First interim report,” in Iran, Vol.6, 1968, pp.1-22;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īrāf: 

Second interim report,” in Iran, Vol.7, 1969, pp.39-62.

‹3›   前揭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35－36页，“七、注①”条，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婆露国，参后文引文。

〔图四〕 大英博物馆藏斯拉夫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标本

2007,6001.1290 2007,6001.1418 2007,6001.1594 2007,6001.8888

〔图五〕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 
Ethnology） 藏斯拉夫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36-91-60/5001 36-91-6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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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马六甲海峡之前停靠的港口不同，但相差不远，两地与奎隆间的直线距离约2500公里，航行均

耗时约一个月。这一距离，与奎隆港至马斯喀特港的距离基本相同。在同书的记录中，一个月是船队最

长的单程航时，其对应的直线距离应是当时船队满装补给后的最大航行半径。在此背景下，奎隆成为阿

拉伯帝国往返中国远洋航线上的重要中途港，并非偶然。

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在房址及文化层中多呈现自然堆积的状态，表明其曾是此地长

期输入的一类货物，并且部分可能已经脱离海运航线，自此沿陆路或水路进入印度内地。《新唐书·地

理志》录贾耽记8－9世纪中国船队自广州往大食的航线情况云
‹1›
：

……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

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

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

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

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

境小国五，至提 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 国北，入于

海。又自提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

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

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

根据地理位置，没来国应是《见闻录》记奎隆所属的Malaya
‹2›
，也就是今天占喀拉拉邦南半大部、旧称马拉

巴（Malabar）的地区。其西北十余小国，若非船队实际到达，当无法记录。因此，奎隆以北曾停靠阿拉

伯船队或中国船队的港口不在少数，临近帕特南遗址的古海港应在其中。

经考古发掘，帕特南遗址揭露出了码头建筑、独木舟等遗迹〔图六〕，出土同期的遗物有罗马时期的

双耳尖底陶瓶（Amphora）、玻璃器、多面金珠
‹3›
，并有一枚刻古希腊或古罗马神像的红玛瑙指环嵌件

‹4›
〔图

七〕。遗迹与遗物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据此，印方认为该遗址是一处属于古穆

‹1›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3－1154页。

‹2›   前揭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43页“十四、注①”条。

‹3›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INTERIM REPORT OF THE PATTANAM - EXCAVATIONS/EXPLORATIONS 2007, ibid., pp. 

112-114.

‹4›   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d.), Pattanam Excavation - Interim Report of The Eight Season-2014, ibid., 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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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里斯港（Muziris，又作穆齐里斯）的小型聚落。根据佚名埃

及作者以希腊语所撰《厄立特里亚海周航志》
‹1›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以及古罗马作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

（Gaius Plinius Secundus，又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

元23－49）所撰《自然史》
‹2›
（Natural History）的记录，在公元1世

纪，穆兹里斯港已是古罗马商人在印度西南贸易获取香料、象

牙、珍珠等物品的商港或航运枢纽。同时，印度西海岸今孟买

以南至科摩林角之间的地区，已密布十余个港口，连接起红海

与南印度之间的近洋航线。显然，《新唐书》所录9世纪前印度

西海岸密布的港口及其间的航线，有着悠久的历史。帕特南遗

‹1›   “53.1.驶离卡尔利埃纳城，还有一些当地商港：塞姆尔拉、马恩达格拉、帕拉伊帕特马伊、迈利泽伊伽拉、布扎恩提昂、托帕洛恩、

图拉恩诺斯波亚斯。53.2.接着到达一处群岛，它们被称作塞塞克莱伊埃纳伊，以及埃吉迪奥伊人和卡伊奈伊托伊人居住的岛屿，与这些

岛屿隔海相望的是半岛地区，在此周边盘踞着诸多海盗，航行的下一站是白岛。53.3.驶离白岛之后，最先到达利姆里克的两座商港，分

别被称作纳奥拉和图恩迪斯，接着到达贸易活动比较活跃的两座商港，分别为穆齐里斯和奈尔库恩达。”庞纬《〈厄立特里亚海周航志〉译

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27页。

‹2›   “104-106. 旅行者一般在仲夏，也就是在天狼星升起之前，或者在那之后立刻扬帆出航，大约30天到达阿拉比亚的奥赛利斯

（Ocelis）或者是另一个港口卡内（Cane），这是一个出产乳香的地区。这里还有阿拉比亚的第三个港口穆扎（Muza）；但是，它不是人们用

来前往印度的港口，而只是人们经营阿拉比亚香料和香水的地方。……对于那些前往印度的人而言，奥赛利斯是最好的进出口港口，如

果遇上刮希帕卢斯风，大约 40 天就可以到达印度最近的贸易中心穆齐里斯（Muziris）。但是，这里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上岸之地，因

为海盗经常出没于城市的周围，他们在那里占据了一个名叫尼特里亚斯（Nitrias）的地方。实际上，它在商业文献之中也不是一个非常富

裕的地方。除此之外，船舶的停泊地点距离岸边太远，装卸货物都必须使用船只驳运。在我写本章的时候，统治那里的国王是克洛博特

拉斯（Cælobothras）。”（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第六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76－77页。

〔图六：1〕 帕特南遗址码头建筑遗迹图

〔图七〕 帕特南遗址出土红玛瑙指环嵌件

〔图六：2〕 帕特南遗址独木舟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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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便是阿拉伯船队往东方航行时

留在这条古老航线上的遗物
‹1›
。

（二）从出土情况看孔雀蓝

釉陶器的性质

孔雀蓝釉陶器标本是以往

讨论晚唐五代中西贸易、文化交

流路径的依据之一，深究其出

土情况，如遗址面貌、同出器物组合等，能更好地认识此类器物的性质。从出土遗址与器物组合来看，

奎隆港遗址与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均保持了过境货品的性质，已如前述。但我国境内所见的

情况则略有不同。

迄今，我国出土孔雀蓝釉陶器的地点，主要在晚唐五代府、州城址，包括：扬州唐宋城址（唐扬州

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唐广州城）、宁波唐宋子城遗址（唐明州城）、桂林旧城（唐桂州城）、广西容县旧城

（唐容州城）及福建福州刘华墓（唐福州城外）等。扬州城、南越宫苑及宁波城遗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除

晚期井内堆积
‹2›
与城墙周边堆积

‹3›
外，扬州城文化宫遗址与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

本的文化层及临近遗迹的情况较为清晰。

扬州城文化宫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图八〕，位于一处唐代晚期的房址（YWF1-1及YWF1-

2，见〔图九〕）内。房址外有天井院及水井，原应位于一个建筑群之中。其中YWF1-2仅存夯土基础、磉

墩及局部地面铺砖，平面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附后廊，室外台面及天井院落用方砖铺地，天井居中以

“人”字形铺砖作装饰
‹4›
。在房址内有一处各色玻璃器碎片的堆积，其中绿色及浅绿色玻璃标本经检测属伊

‹1›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故临国”条记南宋商船西行航路云：“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

舶，约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卷三“航海外夷”条记大食商船来

中国航路云：“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

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90－91页、126－127页）往来商船必须在奎隆港

换装，据前揭《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记，主要因为大食至奎隆间的季风与暗礁。这两个自然因素对航行影响最大，且不易随时间而改变。

因此，9世纪前后像黑石号一样从中国返航的阿拉伯商船，最大可能也主要集中在奎隆港换装，此后若无特殊目的，自不会再停靠其北

帕特南一类临近的小港。在帕特南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的遗迹与文化层中，无来自中国的文物，遗址所见最早的中国文物是不早于17

世纪的民窑青花瓷，这些现象均可应证上述9世纪前后孔雀蓝釉陶器经帕特南遗址的航行方向。

‹2›   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在一处南宋砖砌水井（04YDMJ15）内发现少量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同时出土少量浅绿玻璃器，唐青花、

巩县窑、越窑瓷器及宋龙泉窑瓷器。参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年》，第197－198页。

‹3›   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第46－62页。

‹4›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37－142页。

〔图八〕 扬州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采自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 图版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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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玻璃器常用的钠钙玻璃
‹1›
。

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的YWG4-

4A层，是YWF1-2在夯筑基础前

的原始地面垫土，或夯筑基础

时的同层垫土
‹2›
，年代不晚于

YWF1-2的创建时间。4A层同时

出土大量越窑、宜兴窑、长沙窑、

定（邢）窑、巩县窑、黄堡镇窑瓷器，以及灰胎陶器、鹿角器、石质工具、陶纺轮、瓦当等遗物。发掘者推断此

房址或为“波斯邸胡店”
‹3›
。

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分处三个单位。第一处为报告推定为唐代的⑤b

文化层，出土地点临近属唐代早、中期的房址F2
‹4›
〔图十〕。房址残存夯土基础及局部地面铺砖，出土印

莲纹、火焰纹条砖、莲瓣瓦当等建筑构件。除出土3件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外，还有2件浅绿色玻璃器残片

〔图十一〕。第二处为属唐代晚期至南汉早期的井J57，井内出土1件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及3件浅绿色、浅

蓝色玻璃器残片〔图十二〕。J57及临近同期的建筑磉墩，均叠压在F2之上，年代不早于唐代中期。第

三处为属于南汉国时期的宫池池内堆积，出土10件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及浅绿色、青黄色玻璃器残片〔图

十三〕。前两处地点的玻璃标本经检测，亦均为钠钙玻璃
‹5›
。

除了宫苑、市肆遗址，桂州城外唐开元寺遗址、容州城中各处、福州城外刘华墓等遗址也均有同类标

本出土
‹6›
。可以看出，孔雀蓝釉陶器在登陆广州或其他港口后，有相当一部分最终留存在了城市中较高

等级的建筑遗址，或城外寺院、高等级墓葬之中。与出土于斯拉夫、喀拉拉邦或东南亚沿海遗址的标本相

比，其使用人群已从商旅转变为本地的城市居民、贵族，功能也可能扩展作陈设、供奉之用。城址中孔雀

蓝釉陶器的出土多伴有伊斯兰玻璃器。孔雀蓝釉陶器在呈色、装饰技法或常用纹饰上与同时期国产陶瓷

器的面貌存在差异，而与伊斯兰蓝、绿玻璃器同源或更为接近，加之两者均来自伊斯兰世界，当是其能

‹1› （A）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8－179

页；（B）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2000年第1期，第93－95页。

‹2›   报告在地层堆积章节（第134页）记录4A层为“夯筑，土质坚硬，为台基夯土……在4A层中发现与房屋建筑有密切关系的磉墩

数十个，皆用黄黏土夯筑，磉墩呈方形，部分磉墩还有打破和叠压关系”。附图《图一〇六、文化宫遗址探沟YWG4东壁地层剖面图》记录

为：“4A.灰黄色土与YWF1-1、YWF1-2建筑台基”，即将房址夯土基础与房址周边文化层编为同一层。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

1994年第5期，第413－420页。

‹4›   遗迹年代推定，参前揭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第

239－240页。

‹5›   前揭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第199、441页。

‹6›   前揭李铧、封绍柱、周华《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第71－74页。

〔图九〕 扬州城文化宫遗址探沟YWG4东壁地层剖面图
采自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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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融入本地城市社会生活、陪葬贵

族墓葬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要从

海路输入的伊斯兰玻璃器，在工

艺、品质上不及北方唐、辽塔基或

辽贵族墓出土的沿陆路输入的同类

器物
‹1›
，但仍有因奇巧而名重天下

者
‹2›
。此类伊斯兰玻璃器上品曾与

‹1›   前揭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 第94－95页；另参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第

1116－1126页。

‹2›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三年（778），记代宗与李泌议路嗣恭曾提及岭南所见的玻璃器：“上因言：‘朕

面属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载意，奏卿为虔州别驾。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琉璃

盘，径尺。俟其至，当与卿议之。’泌曰：‘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

之，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虔州别驾，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

一琉璃盘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为兵部尚书。”中华书局，1956年，第7253－7254页。

〔图十〕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迹发掘区唐、 南汉第二期遗迹平面图 （红色区域自上而下分别为F2与J57）
采自前揭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等 《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 （下）》， 图一六九， 第204页

〔图十一〕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⑤b层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采自前揭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等 《南越宫苑遗址1995、 1997年考
古发掘报告 （下）》， 彩版七

〔图十二〕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J57出土孔雀蓝釉陶器 （左） 及玻璃器标本 （右）
采自前揭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等 《南越宫苑遗址1995、 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 （下）》， 
彩版二三

〔图十三〕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宫池池内堆积出土孔雀蓝釉陶器及玻璃器标本
左： 蓝釉罐口沿残片 （97T13GC①：50）  右： 97GC第②层出土玻璃片
采自前揭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等 《南越宫苑遗址1995、 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 
（下）》， 彩版一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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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器等物由皇室供奉入藏法门寺塔地宫
‹1›
。从已有考古发现看，孔雀蓝釉陶器则并未被纳入沿陆路

输入中国的主要货物之列，自海路进入广州等地的器物也未被输送至两京或北方重镇，而是主要留存在

长江以南地区的地方城中。这表明，时人对两者寓意的差别、品质的高下有较明确的判断，孔雀蓝釉陶

器虽曾随葬贵族墓葬，但大部分应仅被视为一般舶来品，保留了普通消费品的性质。

孔雀蓝釉陶器多被认为是沿用西亚地区传统制陶工艺而生产的日用或运输用贮藏器，除器形与同时

期西亚地区的日用器物相近外，主要依据是其多出土在港口等沿海遗址
‹2›
。迄今，能够准确判断孔雀蓝

釉陶器原始功能的考古依据仍然较少。如斯拉夫港遗址出土的标本，大多与中国的白瓷、青瓷同层，具

体使用情况不明，应尚未脱离待出港货物的属性。黑石号沉船出土的三件完整器，多被认为是船员或商

人的日用器物或贮藏器，依据仅是其出土在返航途中
‹3›
。无论在原产地或在海运途中的功能如何，在到

达广州港之后，这些孔雀蓝釉陶器的使用场所、功能均已改变。这种明显的变化，以及因此产生的其商

品价值的变化，一定为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所熟知。流通在古代海上商路的货品，存在这种转变的自不

在少数。相信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积累，会为认识此类物品生产、贸易及使用情况，判断相关遗址、遗物

的历史文化价值，提供更多可靠的依据。

附记：本项目总负责人为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2014年考古工作队中方领队为王光尧，中

方成员有王光尧、冀洛源；印方领队为Prof. PJ Cherian，印方成员有Prof. PJ Cherian、Dr. Preeta Nayar

等。科技检测数据整理得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李合协助，期刊资料查阅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陈冲老师协助。

执笔：冀洛源  PJ Cherian

［执笔者单位：冀洛源，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PJ Cherian，时任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

印度喀拉拉邦PAMA多学科联合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11－220页。

‹2›   Oliver Watson (ed.),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ublished by Thames & Hudson, 2005. pp.157-160.

‹3› （A）STEPHEN A . MURPHY, “ASIA IN THENINTH CENTURY: The context of the Tang shipwreck”, in Alan Chong and Stephen A. 

Murphy (eds.),THE TANGSHIPWRECK: Art and exchange in the 9th century, 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Singapore, 2017, p.13;（B）"The Crew and their 

Possessions", in Regina Krahl, John Guy, J.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ibid., p.40.


